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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1965.3－1967.8      国际联合韩国协会调查部长
1966.3－1967.8      成均馆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1974.3－1979.3      汉阳大学法政学院助教（74－76），副教授（76－79）
1974.3－1976        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室长
1975－至今          韩国政治学会常任理事、会长（95年度）、顾问
1976－至今          韩国国际政治学会理事、常任理事、名誉理事
1976.10－1980.5     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兼《中国问题》编辑
1977.2－1978.1      汉阳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
1978.1－1978.12     汉阳大学法政学院院长职务代理
1979－1990.8        韩国共产圈研究协会（现韩国世界地区研究协会）创始会员、常任理事（79－86）、副会长（86.9－88.8）、会长（88.8－90.8）
1979.4－2005.8.31   汉阳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外交系教授
1980.1－1980.6      美国堪萨斯大学邀请教授
1980.5－1996.2      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所长兼《中苏研究》编辑
1981－1992          国土统一院政策顾问委员
1987－至今          社团法人首尔国际论坛创始会员兼理事
1987.2－1988        体育部政策顾问委员
1988.1－1988.1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教授
                    （讲授韩国政治及韩国对外政策）

1990－1992          文化部政策顾问委员
1990－至今          韩国战略问题研究所理事
1991.1－1997.1      民族统一研究院理事
1991.4－至今        社团法人4月会理事
1992－至今          民主和平统一顾问会委员
1992.11－至今       中国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名誉理事及客座教授
1993.2－1998        MBC特约解说委员
1993－1997          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共同主编的季刊《当代韩国》韩方编辑
1994.1.21           俄罗斯联邦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1994.7              东亚日报统一研究所特约研究委员
1994.11－至今       社团法人韩中文化协会理事
1994.11－至今       中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1994.12－1996.12    韩国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会长
1995.10             第一届韩俄论坛韩方组织委员长
1995.1－至今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研究顾问委员
1995.2－1998.2      统一院政策顾问委员（南北对话）
1996.3－1997.2      汉阳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1996.6－2000.8      汉阳大学亚太地域学研究生院院长
1996.11－至今       俄罗斯人文学术院正式会员
1998.3－至今        统一部统一政策评价委员
1989－2002          外务部、外交通商部政策顾问委员（1993－1995：副委员长；1998.7－2000.7：委员长）
2000.8－2001.8      哥伦比亚大学East Asian Institute Research Scholar
2002.9－2004.8.31   汉阳大学副校长
2003.3－至今        正确社会市民会议共同代表
2004.1－至今        中国吉林省延边科学技术大学邀请教授
2005.8.31           汉阳大学社会学院退休、名誉教授
2005.12             北韩民主化网理事长
所获奖项

1963.4.19           建国奖章（4.19革命有功人员）

1992.11.24          建交勋章倡议奖（北方外交有功人员）

2005.8              玉条勤政勋章（教育方面）
采    访

1. 研究中国学的契机及过程
韩国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这首先是因为韩国属于汉字文化圈，象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接受汉字教育。就我个人来说，我的叔叔旦洲柳林曾在中国长期从事独立运动，1945年韩国解放的时候，他是以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的身份回国的，这样一来，我自然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南北韩分裂之后，韩国禁止对中国进行研究，我虽然对中国很感兴趣，但却很难找到与中国有关的一些资料。1967年我从首尔大学硕士毕业之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里有关亚洲的一些资料非常丰富，在这里可以很方便地看到《人民日报》、《红旗》等与中国相关的一些资料。
虽然我不太会说汉语，但因为从小就学习汉字，所以阅读资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当时韩国的报纸也都使用汉字，所以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这些中国资料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不少中国方面的专家，使我得以对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2. 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事是什么，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
1974年我开始在汉阳大学教授政治学，当时在学院的提议下，由我创建了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所，我以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主持有关中国及苏联问题的相关研究，在我30多年的学者生涯中，这恐怕是影响最大的一件事了。我当时认识到了对中国及苏联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打算一直干到退休。
这3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去世、邓小平复出、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也目睹了中韩建交以及中国发展的一系列过程。
当上海的浦东还是农村的时候，我就曾经去过那里，在一个非常破旧的房子里听取了将来浦东的发展规划。从改革开放前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历，早在中韩建交之间我就曾经访问过中国，与中国的一些学者见过面，也经常与应邀前来韩国的一些中国学者接触，这些也都让我收获了很多东西。
3.从事研究以来您的老师都有谁？他们对您的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自1945年冷战开始一直到苏联解体的这段时间里，在韩国进行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直到去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我才得以能够满足我的心愿，假如当年没能去哥伦比亚大学的话，对中国进行研究真的就太困难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很早就开始对中国进行研究，有关中国的资料非常丰富，这些东西在韩国是看不到的，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幸运，它们极大的刺激了我对于研究的好奇心。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听了美国第一代、第二代中国学教授的一些课程，其中有一位柯乐博教授，他曾经以美国外交官的身份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对中国有非常生动的了解。美国早期的一些东亚研究者大多是传教士出身，哥伦比亚大学的A.Doak Barnett就是其中一员。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受到了很多教授的帮助，其中有两位对我的帮助极大。一位是我的博导James Morley
教授，另一位是最早对中苏摩擦进行系统研究的Donald S.Zagoria
教授。
1973年1月，在中美洲的维尔京群岛召开了一次名为《亚洲农民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的学术会议，当时我与很多著名的学者一起出席了会议，我在会上发表的东西后来成为了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当时正是Donald S.Zagoria教授让我参加的这次会议，通过他的引荐，我还有幸认识了Lucian Pye, James P. Harrison, George O. Totten, John Wilson Lewis教授等一些中国学方面的专家。当时会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出版为了John Lewis(ed.), 《Peasant Rebellion & Connunist Movement in As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您认为您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欧思想（Hegel, Marx, Weber, Parsons, etc.）及英美圈国家对中国学研究的影响？
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也尝试了使用多元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种不注重意识形态、更注重综合了历史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以及政治社会学的泛社会科学性的研究方法。另外在方法论方面，除了传统理论之外，也关注到了一些欧美人所无法看到的中国特有的一些因素。欧美的一些理论对中国学的研究自然有很大的帮助，但亚洲的一些文化特征对说明中国的中华思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式的民族主义更为重要，因此，相对于Hegel和 Marx来说，Weber和Parsons重值得关注。
5.您是如何把您的研究与经验运用到教学当中的？授课内容主要有哪些？这些内容有没有产生变化的部分？
我在汉阳大学主要教授中国外交与中国政治。我作为专家对中国进行研究并作为老师给学生授课的这一段时间，正是现代中国产生变化的最核心的一段时间，所以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应该说我是十分幸运的。
一直到现在，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以及政治体制的变化等都十分关注，前面我也说过，现在上海的浦东虽然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大都市，但当它还是一片农田的时候我就开始予以关注了。中国从清末开始就一直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动，特别是现代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现在这40多年时间里的变化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最为核心的部分，对这一过程，我都有幸能够亲眼目睹并传授给学生。不过现在在教室里讲授这些内容时学生们已经联系不到实际了，但是我在指导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的博士生时，可以将这些内容与中国外交政策及国内政策联系起来进行更为客观的说明。
6.您在培养学生方面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并且也是桃李满天下，那么请您谈一谈您培养学生的目的、过程以及您对学生有什么样的期望。
我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一直留在大学或研究所里研究学问的学生，另一类是进入社会从事与中国有关工作的学生。前者是作为中国学专家靠专门研究中国为生的学生，而后者是利用与中国有关的一些知识从事自己事业的学生。
对于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学的学生，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要想成为一名中国学的专家，除了要拥有长远的眼光之外，还要拥有一双超越前人的慧眼；要深入研究，但不要死钻牛角尖，要以比较的观点对某一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

7.您曾经到中国讲过课吗？
虽然我还没能给中国的大学生讲过课，但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发表论文、参与讨论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8.您参加过的在中国召开的学术会议都有哪些呢？
我参加过很多次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召开的学术会议，还有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地的一些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由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关于改革开放后农民意识变化的调查活动，这是韩国学者最早一次能够直接进入中国实地、同中国学者共同进行Field Survey。
9.为了同中国学者接触，您都尝试了哪些方法？
1974年中国问题研究所成立以后，为了能同中国人接触我进行了很多努力。当初我们研究所不停地给中国甚至是苏联邮寄我们的期刊，可中国人根本就不要，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还会被退回来，之后慢慢地他们才开始接受。后来我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见了我都会问：“您就是那个建立中苏研究所并给我们寄期刊的人吗？”。1986年，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地区研究所的斡旋之下，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曾在东京召开过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韩国学者包括我和后来成为国务总理的李洪九教授在内的8个人全都是韩国共产圈研究协会的会员。
1987年上海召开了亚洲女排锦标赛，我以韩国排球协会理事的身份与韩国队一起去了上海。当时，除了通过体育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进入中国。我去中国之后，马上就想要去见一下前一年在东京见过面的中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朝鲜研究室室长陶炳蔚，但是没有获得许可，因此没能前往北京。但庆幸的是与他通了一次电话，约好日后一定再见。
另外，我还去了上海复旦大学政治外交系，因为当时我没有任何事先通知就突然跑了过去，弄得当时与我见面的教授非常不安。

建交前夕，中国开始对经济建设更加关注起来，一些与发展经济有关的访问获得许可，因此我以经济研究机构访问团成员的身份又得以对中国进行了几次访问。其中，我曾参加过一次由辽宁省组织的经济研讨会。
中韩建交的那一年夏天，在驻首尔中国贸易代表部的帮助下我们组织了一个中国访问团，与中国国内的同朝鲜半岛有关的一些研究机构一起举行了一次研讨会，甚至还参观了上海国际研究中心，之后很快两国就建交了。
在与中国学者们的接触当中有很多趣事，其中，与黑龙江大学熊映梧教授（几年前去逝）的接触与交流印象最为深刻。
熊映梧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社会科学》1983年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熊教授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很多方面是不适应现时代的，他还针对该以何种方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论述。对于中国来说，对自己一直奉为经典的马克思理论进行重新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弄到了这份资料，并同熊教授联系希望能允许我们翻译这篇文章，并刊载于中苏研究所发行的刊物上，以便让韩国的中国专家都能看到这份资料，我们之间的联系正是由此开始的。之后，熊教授三次访问汉阳大学，他的《新中国的黄金时代》韩文版也在首尔得以发表。
10. 亚太地区研究中心
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1974年3月我进入汉阳大学之后，金连俊理事长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组建中国问题研究所。中国与我们是近邻，但却经历了很长时间互不接触的一个空白期，虽然两国的体制不同，但彼此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针对这一形势，急需对中国进行研究。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采取关岛主义并对中国进行访问以后，中美关系开始急速缓和，这对南北韩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原以为冷战体制会无限持续的南北韩在看到中美和解后开始寻求南北对话。尤其是南韩开始积极同中国及苏联这些北韩的后盾改善关系。1972年发表的6.23宣言缓和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一直被禁的对中国研究也逐渐显露出其重要性，很多大学也都对开设中国研究所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汉阳大学深感开设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必要性，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1974年9月，在获得了文教部的许可之后，汉阳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学术期刊《中国问题》每半年发行一次，同时，对旧苏联进行研究的苏联问题研究所也于1977年1月在汉阳大学成立，《苏联研究》创刊号于同年6月发行。
这两个研究所的成立，无疑引起了长期视中国及旧苏联为研究禁区的学术界的关注，从研究所成立仪式上的贺词以及每次学术会议上听众的反映上都可以发现这一点。
1980年，汉阳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和苏联问题研究所合并为中苏研究所，《中国问题》和《苏联研究》也合并为了《中联研究》。
10－1. 亚太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主要活动都有哪些？
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召开研讨会、编撰并发行文献资料，购买图书、与其它研究机关进行合作以及组织会员进行各种活动等。
自1977年11月第1届定期研讨会召开至今，共召开了190多届国内学术会议，同时，到2006年为止，还轮流主办了共17届国际学术会议。
中韩刚刚建交，北京大学和亚太研究所便于1992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首尔共同举办了第1届中韩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于1998年又召开了一届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及中韩经济合作”为主题的中韩国际学术会议。
我们还不定期地邀请一些外国学者和专家举行特邀座谈会，这种座谈会主要讨论与中国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的一些当前问题。作为国内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机构之一，我们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名扬海内外。
我们还于每月末在研究所内部召开月例发表会，这种会议主要由常任研究员及研究教授发表其一个月内对中国、俄罗斯以及北韩的最新动向及一些焦点问题的分析。
10－2. 如何选定研究课题？研究费用如何解决？印象深刻的学术会议有哪些？
研究课题方面，主要是通过研究所研究委员们之间的协商来决定当前有哪些课题需要研究。中苏研究所较为关心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注重对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49年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国内经济、对外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军事安保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前面我也说过，同中国和苏联改善关系并建立外交关系对于韩半岛的安保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偏重于上述研究也是必然的选择。
研究费用主要是通过政府项目以及一些学术团体的援助获取，另外还会从一些企业获取研究基金。
1984年我们被文教部评为优秀大学附属研究所，并获得相应学术调整费，1985年又被评为重点援助研究所，并通过韩国共产圈研究协会成为共产圈研究援助项目的主会员，着手进行名为“中苏比较研究”的一系列长期研究项目。我们还是各种研究机关及政府机关的学术顾问单位。
企业方面的援助主要是通过向企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中国方面的调查资料来获取，中苏研究所发行的《北方动向》及《中国市场情报》就是专门向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提供帮助的，相关的研究费用一般用于研究员的研究费、出版费以及资料购买费等。
早期主要是通过日本和美国获取有关中国的资料，建交之前，通过台湾也可以轻易获得相关的材料。

我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关系比较好，尤其是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张京育所长，他不仅与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门师兄弟，而且也曾经访问过汉阳大学，可以说在台湾的学者当中，他与我的关系最为密切。我还认识一些在首尔留学并获取博士学位的台湾学者，比如台湾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学研究者林秋山、高崇云教授等。
早期主要与台湾人接触较多，中国直到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并于79年正式实施该政策以后才开始与我们有了一些间接接触。中苏研究所从成立开始一直到79年之前，主要从日本和台湾方面获取中国方面的资料。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从中国人手里获取资料，只能通过去中国出差的人才能得到一些。
198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宋永进教授发表了一篇名为《通过经验来看最近中国的教育现状》的文章，这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之后北京大学的郝斌、何芳川教授等也访问了汉阳大学。
1982年12月14日至15日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为“政治领导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以中国和韩国为中心”，这次会议有5名韩国学者以及其它6个国家的8名外国学者出席，由于规模较大、主题重要，因此受到了广泛地关注。
10－3. 亚太研究所对于国内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要说起《中苏研究》对于中国及苏联研究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和成果，就必须要同中苏研究所的活动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正是中苏研究所正式开展了在韩国曾经是一片空白的中国研究和苏联研究，而《中苏研究》则是中苏研究所的成果之一。在《中苏研究》上刊载的论文当中，有的是专家们自愿登载的，有的是被研究所约稿而写成的，但其中最多的是选自在研究所每3个月召开一次的定期学术会议或不定期的特别学术会议上所发表的论文。最近一些年，我们同中国和苏联的一些研究机关有了一些共同的研究项目，其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刊登在了《中苏研究》上。
《中苏研究》上刊载的内容除了论文之外，一些有关资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苏研究所成立之前，国内学术界无法对中国及苏联开展研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日报》以及《真理报》等一些在掌握中国及苏联情况方面最为基本的必需资料都被列为了“毒草文件”，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在当时，对其它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及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由于普通人无法购买、收藏、阅览共产主义国家的有关资料，对中国及苏联的研究也就变得极为困难了。
中苏研究所的建立使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普通的学者也能够接触到与中国和苏联有关的资料，但是在这里也有很多条件限制。首先，研究所内安保严格，专门设置了“毒草资料收藏室”和阅览室，资料的收藏与阅览只能在这个场所进行。要想接触“毒草资料”必须经过许可，进出毒草资料收藏室和阅览室时要在出入登记本上记录上阅览的资料内容与阅览时间等。同时，这里每年还要接受中央情报部的检查，以确认是否认真执行了这个规定。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种严格的限制已经大大缓解，即便是没能得到“毒草资料接触许可”的人，在与研究所长进行协商后也能看到资料。但是，研究所收藏资料至今还要由中央情报部批准的代理人来购买，所以普通研究者想要看到相关资料还是很困难的。《中苏研究》的编委认为，给普通研究者提供哪怕是很少的重要资料也是好的。为了扩大普通研究者接触研究资料的机会，中苏研究所采取了非常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项措施－“会员制”。起初是因为给《中苏研究》约稿时需要向笔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于是就实行了一项会员制，普通会员们不仅可以收到《中苏研究》，而且还能参加研究所举办的各种学术会议，并能看到研究所收藏的资料。会员的权利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机会看到所谓的“毒草资料”，可以很自信地说这使我国国内对中国及苏联的研究有了显著的进步。我们一直在努力使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超出普通大学研究所的范畴成为国内对中国与苏联研究人员的中心，达到在我国国内只要是撰写与中国及苏联有关内容的硕士、博士论文的人，不来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就不行的程度。
11.对韩国国内中国学研究的评价

实际上，在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建立之前，韩国国内已经有了对中国语言系统进行研究的课程，但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受政府冷战思维的影响，人们对此持回避态度。我们创建中国问题研究所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批评，大家不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共进行研究，所以说当时对中国研究根本就是一片空白。后来中国施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韩建交，中韩学生之间开始进行交流，现在韩国研究中国学的人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开始研究时都不会讲汉语，对于我这样的学者来说，当时的研究环境的确非常不好。就当时来说，建立并领导研究所反而成了我的主业，成了最为紧迫的事。我们那个时代是一无所有的时代，资料也没有，也没法到中国去访问。最初对中国进行研究的人都是在美国、日本等第三国进行研究，而国内只有对中国的语言进行研究的学者。但是现在，去中国留学的人也多了，甚至还能请来中国的学者举行讲座。汉阳大学刚成立亚太研究所时，就请来了很多中国学者，他们不仅能讲中国语言学，还能用中国话讲授中国学课程。当时还请到了很多以前难以接触的到的俄罗斯学者前来举行了一些讲座。
现在的研究环境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不管从哪方面都可以说，韩国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以前与日本、美国学者比起来那种矮三分的感觉现在再也没有了。1994年我去中国进行调查，当时感觉很高兴，我们的调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中国人也向我们学习了一些实地调查的技术。
后来，我和苏联远东科学研究所的人一起到远东地区对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考查，这也是在我们的支持下进行的，非常有意义。

我在中国访问期间还去参观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故居，与中国学者们进行了对话。可以认为韩国的中国学研究无论在人员上还是水平上都不输于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由于我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与中国有着长期的交流，与欧美学者比起来，我们更能理解中国。我们在生活中都信仰儒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也有着多方面的接触，甚至从中国留学生数量上也能看出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只是在政府及企业对学术界的援助方面还远不及日本。
12.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十分光明，21世纪中国将发展成为一流国家，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将是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要素。20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轴是美苏关系，在21世纪，中美关系将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未来中国将继续发展，现在看来，中国选择改革开放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突显出了中国威胁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认为，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也将追求霸权，这将对周边国家产生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以及美国都将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如果总是把中国向威胁论上推，中国就肯定会成为一个有威胁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双赢战略，这将成为国际社会上一个好的范例。
现在中国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也是一种促进。中国人非常现实，不会为教条所束缚，在这方面他们有着很多经验。虽然中国人在思考方式上常以自我为中心，但他们非常有创造力，所以我认为他们绝不会被现在的社会主义成果捆住手脚，他们肯定会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国现在首要的国家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必然也将发生变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随着经济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得到发展，这是必然的，从历史上来看这也是各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但是，如何明智的解决随着民主化进程而出现的国内问题将是中国领导人和人民需要考虑的问题。
将来大陆会发生很多变化，从这一点来说，我比较乐观的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会得到圆满解决”。
13.对中国学研究的看法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中国将以什么速度怎样发展，但对中国本身进行了解和分析还是必要的。现在，我们不但需要进行宏观研究，同时也要充分动员现有的研究人员和资料，对中国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另一方面就是要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同时进行研究。
14.与韩国政府的关系

韩国作为东北亚的强国一直处于特殊的分裂状态，我的专业与此相关，自然就有很多机会成为韩国政府对中、苏政策及统一政策的顾问，在这一过程中我在韩国与中国及苏联建交方面发挥的一些作用受到了认可，还得到了政府授予的建交勋章。
15.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我曾经在中国外交部、中国政府机关与韩国一些机构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中韩论坛上发过言，除此之外与中国政府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16.您一直在进行中国学研究，期间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呢？有没有感觉到遗憾的地方？

   我认为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帮助使韩国的中国学研究从无到有，有了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两国的建交我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在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同时与台湾断绝了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政府表现得很不成熟，我认为在这方面有愧于台湾政府。当时韩国政府需要与中国政府建交，我在对中国进行访问后，也向政府转达了中国想与我们建交的意思，同时也拜托政府不要伤害到台湾的感情。但是政府却非常突然地与中国建了交，那段时期与台湾的关系非常微妙，似乎我们一夜之间背叛了他们似的，我个人作为一个韩国人，感觉对台湾人和台湾政府还是有点对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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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中国的著书与译书
变化中的中国农村，柳世熙，汉阳大学出版部，1998（销售数量无法检索）

本研究书籍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变化和内在的问题为中心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分析，考查了现存的危机未来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分为农村问题与政治体制的稳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农村结构的改变等7章。

现代中国政治论，柳世熙，博英社（良英阁），2005.9.30（编著）（售出：1000册左右）
中国的政治过程经历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急剧的局势变化与政治变动，还经历了经济上绝望的后退与急速的成长。这一切都是中国政治必经的过程与政治现实，对此进行深刻的分析与展望是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本书对中国政治过程中是什么引发了这样的变化、现在的政治过程又有着怎样的动向、未来将再次面临怎样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展望。

今天的中国大陆，柳世煕，大路社，1984（销售数量无法检索，脱销状态）
这本书对过去40年间外部世界所不了解的中国大陆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收录了14篇独立的文章，全部为同一个主题，对中国大陆的30年历程进行了系统的说明。特别是在实际政策决定者的角度上对中国大陆的变革进行了讨论，使这本书有了重要的价值。

2.有关中国的论文

中国与俄罗斯的对朝核政策：认识与评价《中苏研究》第29卷第4号
NO.108（2005/2006）
PP.193-230(共著者：金光勇)

朝核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都无法回避且必须面对的课题，这关系到未来两国的发展。首先，中国和俄罗斯都同样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第二，随着朝核问题的变化，中俄两国在东北亚力量结构中甚至世界力量结构中的地位将发生变化。第三，中国与朝核问题的关系要比俄罗斯更深，未来受到影响的程度也会更大。第四，对朝鲜的影响力方面，中国相对的大于俄罗斯，政策手段也更多一些。第五，中国与俄罗斯都将在共同协商阶段支持朝鲜的主张。第六，中国与俄罗斯在国家利益方面都重视维持与美国的合作关系。第七，当朝核问题发展到制裁局面时，中、俄都将积极支持美国对朝制裁。考虑到近期中国对朝鲜认识的变化，中国的立场也很有可能发生显著变化。第八，中国与俄罗斯都有可能对朝鲜政权的交替进行过可行性讨论。第九，对于交替的朝鲜政权，中国比俄罗斯更希望其与自己有着更近的关系，中国绝对支持亲华政权的上台。最后，虽然俄罗斯倾向于韩半岛形势发生变化，但中国还是尽可能希望维持现状。当然，最近中国对于由韩国主导的韩半岛统一也似乎放宽了心态。
冷战体制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大中华经济圈，《大中华经济圈与21世纪亚太经济》，李载裕编，1999.4，PP.9—44
这本书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对亚太地区经济圈的影响进行了集中论述，全书由3章构成。第一章以政策资料为中心，从大中化经济圈成员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从经济层面对国家间具体的交流情况与经济力进行了分析。最后一章就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韩国的影响进行了集中的分析。这本书为深入了解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中华经济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的国际环境因素与影响为中心，《中苏研究》第23卷第2号，汉阳大学亚太地区研究中心，1999，PP.13—52
此论文以国际环境各与影响为中心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展望。笔者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就此变化引起的中国领导集团对国际环境认识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另外，通过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与加入WTO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环境因素进行了分析，对这种国际环境因素给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了解。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环境－以限制因素为中心，《中苏研究》第22卷第4号，汉阳大学亚太地区研究中心，1998.12，PP.15-47
本文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环境中的限制因素进行了分析，观察了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之一的国有企业传统管理制度与存在的问题，介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情况。
中国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现状与展望，《中苏研究》第20卷3号，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1996.11，PP.13-33

本文对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形成的台湾海峡两岸间经济关系的发展背景与开展状态以及交流结构进行了分析。将经济关系发展与两岸政治关系联系起来掌握，指出了其局限性，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中苏研究，VO1.19,NO.1, Startpage 15, Endpage 34, Totalpage 20
本文首先明确了知识分子现在的地位与政治社会意识的大众倾向，对知识分子能为中国社会主义稳定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集中探讨了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中国农村问题与政治体制的稳定，《中苏研究》第19卷第2号，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1995.7，PP.13-48
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内在的问题为中心对中国农村的危机进行了分析、考查，就现存的危机将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稳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展望。跟踪调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政策的变化，掌握了现在农村的现状，讨论分析了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危机。
本文将从政治、社会等方面对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危机进行意义分析。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与其引起的危机除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自然也与农田荒废、气候条件恶化等自然条件有关，但本文未将这些因素列入到产生危机的本质因素中去。
两岸关系发展与中国统一问题：台湾的大陆政策：以李登辉时代为中心，《中苏研究》第17卷第1号，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1993，PP.15-36

   当时的台湾政府不再处于以前那种消极被动的立场，而是积极的在制度上行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本文对影响其政策转变的诸方面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此分析结果为依据，对台湾未来将对大陆采取的政策立场及政策变化可能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中、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比较研究，《中苏研究》第16卷第1号，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1992，PP.11-60

中苏两国都提出纠正社会主义历史地位这一问题，本文通过不同的主题对两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理论上对中苏两国的改革理论进行了重新综合。
从东亚新国际秩序脉络中看中、日关系，《中苏研究》第15卷第1号，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1991，PP.117-42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日关系进入一种新的状态，两国不仅仅是单纯孤立的双边关系，无论是在新的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化中、还是在亚洲的国际政治结构的改变中，中日两国都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地区势力。本文对两国如何发展相互关系进行了预测。1）首先需要对日本与中国如何看待对方、即两国之间的认识进行探讨。2）两国看待国际环境变化的视角。3）对亚洲地区的这两大主要势力共同关心的具体问题进行考查。
试论中共政治精英的社会背景：以85年9月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政治精英为中心，《中苏研究》第10卷第2号，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1986，PP.93-134
本文对85年9月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党政军政治精英的变动进行了考查，对这些政治精英的社会背景，价值观背景（革命化），年龄背景（年轻化），职业背景（知识化、专业化）以及家庭背景等进行了分类，探讨了当时政治精英变动的性质。当然，不可能将各个背景进行明确的区分，有的还有重复，但出于进行分析的需要，还是在编写上进行了分类。在分析之前，对干部政策的变化内容与文革以后至12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精英背景进行了简略的展望。
中共意识形态的变化：毛泽东的毛泽东主义与邓小平的毛泽东主义，《中苏研究》第8卷第4号，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1984，PP.9-38

本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邓小平执政后推行的中共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改变进行了考查。
中共派系形成与权力斗争性质分析，《汉阳大学论文集》第13集，汉阳大学，1975.

Many studies have explained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in China mainly in terms of the chasms caused by different views on high-level policies among political elites or gaps between ideology and realities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 face to. This kind of explanations certainly have merit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have demerits of oversimplifying the scenes since they tend to neglect the factional stuggles behind the policy debate.

The "Peking Incident" which took place less than a month of Mao's death rais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real natures of political conflicts in China are due to power game among the top leaders rather than the competing different policy lines since Hua Kuo-feng and his comrades did not ever mention about "wrong policies" that the so called "Gang of Four" had previously made for the arrest of them. Instead, Hua severely criticized Chiang Ch'ing and her three collaborators simply on the ground of misdemeanours and immoral behaviours. The most serious charge for the arrest was that they had fabricated Mao's will in order to seize the power. There is no way, at the moment, to prove whether this charge is really true. However, one thing is certain that either way, the charge itself clearly reveals nothing but the strong elements of factional stuggles in Chinese poltic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breakout of the GT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causes of faction formations,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the factional of the factional struggl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strifes in China in the hope that this kind of study would be useful for construction of a general theory about power struggles in communist system. Some of the tentative hypotheses that this study has concluded from the Chinese experiences are as follows;

1) Power struggles among top leaders are usually juxtaposed by ideological debates in order to get more supports from the public;

2) The more serious power struggle, the severer sanctions against the enemy and the more alogical direct attacks the contenders mobilize;

3) Factional struggles become more overt and frequent as one-man rule comes to be weak.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 for the weakenization of one -man rule is poor health and old age of the top leader;

4) There is a tendency to believe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prevent factional struggles is to build a strong one-man dictatorship since no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provision to solve succession problem is available in communist system. Therefore, one -man dictatorship appears frequently as the result of power stuggle;

5) The dilemma of one-man rule lies in the fact that, if top leader does not appoint his successor, it encourages factional struggles and, if he does, it usually undermines his own power;

6) Purges under one-man rule take place frequentl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top leader's and, therefore, to strengthen the rule itself further;

7)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for factional struggles in communist system is the conflcting elements between Marxism and Leninism:

8) Factional struggles tend to be moderate if a communist regime is founded after a long domestic war and without aid from outside; and 

9) Power struggles tend to become severer as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 declines.
评    论
座谈：座谈：江泽民主席访韩留下了什么 “中韩进入《政治安保合作集团》”，《东亚日报》，东亚日报社，1995.11.18
瞭望江泽民主席访韩，《中央日报》见解，中央日报社，1995.11.3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韩国进行了访问后于17日离开韩国，此次访问正值中韩建交4周年之际，两国关系在政治外交安保各领域都有了广泛的发展，此次访问预示着东北亚秩序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统一研究所邀请了韩国政治学会会长、国际政治学会会长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就江主席访韩的意义与未来对东北亚秩序的影响和中国的作用举行了座谈会。（编辑者）
郑钟文所长：江泽民主席这次访韩是中国国家元首的第一次访问韩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中韩建交之后，两国经济关系日渐紧密，以此次江泽民访韩为契机，两国政治关系也将拉近，江泽民访韩有着重要的目的与意义。
柳世熙会长：江泽民此次访韩的目的在于，在周边4国与南北韩问题、加入世贸之后多边经济合作、东北亚多边安保关系等方面增进中韩两国的关系，并加强合作。表面上看来，江主席此次访问是对于1年零4个月前金泳三总统对中国访问的回访，但江主席从未访问过朝鲜，他先对韩国进行访问等于间接表达了中国对朝鲜的不满。
Ｏ意图强化中国的影响力

黄兵武会长：如果考虑到朝鲜问题的话，可以说江主席访韩具有划时代意义。中国似乎想通过此次访韩来强调其对韩半岛稳定与和平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中国希望与韩国在安保领域构筑依赖关系，建立东北亚和平秩序，以抵消现在的韩美日三角结构，并强化中国的影响力。中国不仅把韩国当作经济合作的伙伴，更当成了地区安保合作的伙伴。
刘昌熙院长：中韩建交后的3年里中韩经济关系迅速发展。从双边关系上看，两国处于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关系。如果继续按现在这个速度发展，到了200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压力，但是，只要掌握住市场就会看到机会。在多边关系中，我们与中国在WTO、亚太经合体（APEC）、对欧洲关系等三个领域可以加强合作。明年3月，首次欧亚首脑会议将在曼谷召开，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在增进对欧洲贸易、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寻求加强与中国共同合作的可能。
郑所长：山东省核电建设、俄罗斯天然气开发等几个项目，都是我们与中国共同进行的大型合作项目，并都在进行当中。看到这些，确实像俄罗斯学者曾指出的一样，韩国经济似乎也属于中华经济圈。

刘院长：中国充分利用海外中国侨胞的经济影响力，与他们所在国家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并利用这种方式形成大中华经济圈，与过去的中华思想有所不同。两国经济学者与经济领导者的交流更加重要。中国学者及领导者中间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对韩国经济发展过程进行有深度的研究与参考。
郑所长：也可以说江主席选择访问韩国并与韩国加强关系是出于在邓小平去世之后加强自己领导力量的考虑。
Ｏ扩大军事交流
柳会长：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确定了自己的接班人，以此形成了以江泽民为中心的集团领导体制。89年成为党的总书记之后，江泽民又陆续成为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就是以此为后盾的。中国社会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可以说是人治社会，但制度上的领导地位也是很重要的。江主席性格温厚、谦逊，对人儒雅，但他的地位、权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在邓小平去世之后，没有人能够代替江主席。
郑所长：江主席在访韩之前，会见了我们派往北京的韩国特派员，对于韩半岛军事战争时期中国自动介入持保留意见。中韩关系以经济为主，经济带动了政治领域的发展，中国对韩半岛军事政策已经改变，两国间的军事交流将有可能开始活跃。

黄会长：中国并不愿意韩半岛发生战争，不希望朝鲜体制迅速崩溃，更不想让韩朝拥有核武器。中朝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当朝鲜遭到外国军事攻击即将崩溃时，中国有义务立即进行支援，但是当朝鲜挑起战争时，中国也要制止。去年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朝鲜总参谋长崔光访问了中国并举行了合同军事训练，从这一点上看，为江主席访韩赋予军事意义还为时过早。中韩之间已经有了军事情报交流，说明在军事领域双方有希望能够非正式的分阶段的接近。江主席在国会演说中一直强调中国不存在韩半岛威胁说，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与韩国已经达到了可以就安保问题进行协商的阶段。
郑所长：我们需要注意中国反对驻韩美军、乃至驻亚洲美军的原因是什么。

黄会长：中国认为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是美国推行霸权外交的重要手段。建立多边安保体制的理由也是担心美日韩主导的东北亚安保体制走得过远。中国从以前就排斥霸权主义，将美国视为眼中钉。中国认为，美国单方面主导的东北亚秩序是在要求周边国家强制执行下建立的，美国是拿人权做幌子用霸权干涉他国内政。另外，驻亚洲美军对中国与台湾的统一还会起到负面影响，中国当然反对了。
郑所长：首先，两国首脑站在同一立场上，对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异口同声的批判，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江主席即将访日，在这个时候批评日本，我很为他担心。
刘院长：日本国内保守势力认为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不附，这种保守回归倾向在日本国内扩散，日本可能再次走上军国主义之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国与韩国都认为有必要对日本进行限制，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认为现在正值中国发展内部经济的重要时期，我们掌握中端技术的企业比日本掌握高端技术的企业更有机会进入中国。
柳会长：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结构向多极化发展，信仰渐渐消失，而民族主义、国粹主义逐渐抬头。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保守势力将再次提出过去的历史问题，并会得到国民相当程度的响应。中国出于与日本经济合作的必要性而没有对日本此方面的问题进行批判，但是与韩国建交后，与韩国的经济合作将填补日本的空白，中国的立场也将有所变化。
郑所长：我来谈谈朝鲜问题吧，受江主席访韩冲击最大的应该就是朝鲜了。中国从强行撤出驻朝鲜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代表开始，就对朝鲜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江主席此次访韩再次提出韩半岛问题应该优先由当事者自己来解决，反对朝美间缔结的和平协定。
Ｏ停战体制双重立场

黄会长：我认为中国有着双重的立场，中国虽然承认现在的停战体制，但因为朝美间有直接对话的渠道，所以军事停战委员会就算没有似乎也无妨。中国从朝鲜与美国单独展开核协商时开始就努力促使其包容韩国，坚持主张韩半岛问题应由南北韩当事者双方来解决。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中国努力加强对朝鲜的影响力。
郑所长：江主席访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想在韩半岛问题上牵制美国。

柳会长：中国主张韩半岛问题应由当事者双方来解决，其中的理由与中国台湾问题也是有关联的。如果容忍美国介入韩半岛问题，那么就没有理由在统一台湾问题上反对外国势力的介入了。中国对朝美关系改善是基本赞成的，但是在代替停战体制的新的体制出现之前，他们是反对与美国缔结和平协定的。到现在为止，中国在朝鲜还占据着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中国不希望这个地位被美国夺走。听说当时韩国向朝鲜援助大米时朝鲜对韩国态度有所好转，这令中国大发雷霆。中国对韩国加入联合国成为安保理事国、而朝鲜却得不到承认非常不满。中国希望朝鲜早日进行改革开放，出台改善经济的政策，以减轻中国的负担，但朝鲜总是不听话。江主席访韩也表现出了对朝鲜的这种不满。
郑所长：为了韩半岛的统一，中国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黄会长：中国非常关心韩半岛统一的过程及未来与统一的韩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不希望统一的韩国倾向于美国，或是与中国产生竞争关系断绝民族联系。基本上，我们的统一政策与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可以得到中国的理解与帮助。虽然两国建交了，但还应积极发展友好关系，对于未来统一的韩国而言，中国不是威胁，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
柳会长：历史上我们与中国就有着良好的关系，未来也将这样。中国也不反对韩半岛统一，只是担心统一过程中会不稳定，所以现在才持有维持现状的立场。俄罗斯经历了前苏联的崩溃，也没有介入德国统一的过程，这对我们韩半岛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对韩朝采取等距离外交，中韩关系与南北韩关系自然不得不相互牵连。中国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五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等对外政策，这与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点。
Ｏ期待对统一发挥重要作用
刘院长：我见过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他是一个专门研究旧社会主义圈的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认为中国将对韩半岛的统一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比韩国更加了解朝鲜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将有利于我们获得朝鲜方面的信息、并向朝鲜传达我们韩国的现状，在这方面中国将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延边朝鲜族越过鸭绿江去朝鲜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向朝鲜传达韩国现在繁荣的发展现状。朝鲜从过去就以中国为榜样，中国具有劝说朝鲜的能力，在引导朝鲜开放这个问题上，中国与韩国相互能够合作的地方还很多。美国以韩国模式为样板，游说中国加入WTO，对江主席访韩也非常欢迎。韩国较早一步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中，今天已经取得了这样的经济增长。
黄会长：中韩关系若想更加紧密，不仅要加强中朝、中台、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国内的形势也需要非常稳定。假如再发生天安门事件之类的人权问题，我们将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立场上。中国重视人际关系，是人治社会，韩国应扩大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导层之间的交流，努力在中国国内形成亲韩势力。

照片：亚太地区研究所 学术会议及柳世熙教授照片

照片1 第2届中韩学术会议“中韩关系与东北亚和平”
主办：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

时间：1995.9.21—9.22 总统酒店舒伯特厅
照片2 第102届学术报告会 中共、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93.11.3 中苏研究所

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世界秩序的重建与中日关系”

倪世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现状与展望”

照片3 访问中苏研究所的台湾学者们1981.10.30
“不会忘记教授看到这张照片时满意的笑容。”
照片2 亚太地区研究中心创立30周年纪念仪式

照片3 亚太地区研究所内部全景，会议中，亚太研究所前所长李胜哲
照片4 第187届亚太论坛 李敦球 中国国务院（2006.10.25）
照片5 柳世熙教授退休，与亚太地区研究中心研究员们一起

照片6 结束会面，柳世熙教授研究室
访谈结束后
很早就想见一见柳世熙教授，向教授问些问题。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学？建立研究所与研究生院的目的又是什么？通过这次访谈，我2年间的疑问全都被解开了。能直接见到教授，对于我这个专攻中国学的人来说，简直太自豪、太让我高兴了。对学习的热情、慈祥的面容、研究室里四壁甚至地上摆满的图书，这些都令我更加尊敬教授。
� 1954年－199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日本学专家（擅长日本外交政策），培养了众多研究东亚问题的弟子。


� 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教授，长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中苏关系专家，著有《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1962年出版），因预测了60年代以后的中苏关系而著名。


� 学术界的学生有文兴镐（汉阳大学）、严晟义（圣市女大）教授等。在今年5月成立的“亚太研究会”上，柳教授被拥戴为会长，在该研究会的200多名会员中，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汉阳大学中苏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员，这些会员现在在全国的各个大学及研究机构中工作。


� 汉阳大学亚太地区研究中心一直从事着多项研究项目，除此之外还开发出韩半岛和平指数（KOPI：Korea Peace Index），并以日（中央日报互联网新闻）、周（中央日报）为单位刊载，现在在职的研究员多达130余名。研究所网址：http://aprc.hanyang.a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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